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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视域下的诗歌新变 

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鲁雪莉 王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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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以诗歌领域的变革最具典型性。越文化的深厚积淀，曾崛起由鲁迅领衔的新

文学作家群，又涌现徐志摩、艾青、戴望舒等一大批引领中国新诗潮的著名诗人，他们发起对旧诗的全面冲击，为

诗歌新变促成文学转型提供了范例。越地新诗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通过对世界文学新潮的吸纳，实现了新诗学

理论的建构；灌注清新的时代性色调，体现了审美现代性崛起；在传统与现代、中西艺术融合中，拓展了新诗创作

深化路径；在多维诗美形态探索中，开启了新诗体式完善的多种途径。从越文化视角透视诗歌新变，当能从一个侧

面阐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必然性、可能性及有效路径。 

【关键词】：诗歌新变 越文化 文学转型 

中国的新诗开创，如果从 1917 年胡适在《新青年》2 卷 6 号发表《白话诗八首》算起，迄今已历百年。百年成就映现出中

国诗歌的演进历程，也昭示着文学的现代转型意义；而诗歌领域的变革，是对中国传统诗学及其诗体、诗型的全面颠覆，是文

学转型的典型呈现。此种转型的发生，受世界文化新潮广泛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源性因素亦不能低估。论及内源性因素，

“五四”前后越文化区域内崛起由鲁迅引领的新文学作家群，率先表现出文学观念的革新与新文体意识的觉醒，新诗领域表现

尤甚。中国新诗发展各个阶段涌现的旗帜性诗人，如徐志摩、艾青、戴望舒等，都出于越地。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淀深厚的越

文化传统是促成文学转型的重要内源性因素。本文阐说由地域文化精神滋生的越地新文学作家的新诗创造精神，从一种重要文

体转型，揭示越文化之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 

一、新诗学理论建构：对传统诗学的更新和再造 

中国文学历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新旧文学转换之际，诗歌革新面临的是转型期最剧烈的阵痛。一方面，中国是个诗歌

大国，传统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古典诗词有深厚积累，发展已极为成熟，突破固有格局已殊不易。诚如鲁迅所言：“我以

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1)这说明，诗歌突破原有规范固难，

改革依循固有路数，亦不可取。另一方面，积累也成为一种负赘，以文言写作的旧诗体式格律谨严，不独曲高和寡，更严重束

缚人们的思想表达与情感抒发，显然不能胜任新文学要求，诗体改革势在必行。如何从精神上去除旧诗桎梏，建构一种全新诗

学理论以实现对旧诗的超越，是新文学作家必须首先考量的。 

新诗学理论建构，主要通过对世界文学新潮的自觉认同，及其自身蕴含的浓烈变革意识来确证其现代性。前一层因素暂置

不论，后一层“传统内”质素却与地域文化精神密切相关：某些形态完备、积淀深厚的特定地域文化/文学，总是引领潮流之先，

往往具有观照整体文学的意义。越地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以及“面海”的富于生机的地理区位优势，早就显现出“小传统”

地域的文化创造性，此地宋明以来就开启的启蒙文化思潮，及“心学”“人学”思想的发达，已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当时的思

想文化潮流，这势必会影响文学创作中诗歌观念的转变。例如南宋时期，在“浙东学派”批评程朱理学思潮的影响下，涌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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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无意仕途、起于草根的诗人，崛起了“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自吐性情，靡所依傍”(2)，实现对理学诗的一大反动，

使宋诗在山穷水尽之际，又出现一派新气象，便是典型例证。又如，越地的个性主义思潮甚炽，此种精神的驱动发而为诗，便

有诗作中个性气质的强烈彰显，明代诗人徐渭形成奇崛狂怪的诗文风格，堪称典型。至近代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更以先进思

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式套路与沉寂局面，不独呼喊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激越改革呼声，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还

直斥封建衰世的无可救药，其诗作俯仰时世、吐纳心声，所表露出的诗学观念更新已显出相当程度的近现代意识，许多诗歌作

品已在直逼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小传统”地域的文学变革精神与诗学传统的现代延承，融入剥离封建意识的现代性内涵，便会焕发出一片生机。在 19世

纪末 20世纪初中西文化大碰撞之际，越地领风气之先，崛起一支声势浩壮的文学新军，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有所作为。《浙江潮》

同仁“发大声于海上”：“浙江者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其果能担任此言乎，抑将力不胜任，徒为历史羞乎?”
(3)
从中显示的

便是：作为长期浸淫于我国文明中心点的后学，在审视文化、文学思潮时怀有深沉的历史感，于此遂有其打破旧文学体系的坚

执努力。中国新文学诞生前夜，多种文体改革已经启动，诗歌改革是重要一途，越地诗人在近代“诗界革命”中就已崭露头角，

显露出他们承续前贤精神获得改革的先机。“近世诗界三杰”中，越地占其二：夏曾佑、蒋智由。 

夏曾佑是近代“新学诗”的首倡者之一，主张融“新学”知识和学理、名词入诗，提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宇宙观、人生

观，就已见出颇得世界文化新知的识见。其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为人们接受西方思想开了风气”。(4)

蒋智由力求打破旧诗束缚，诗作颂扬民主自由，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蜕变提供了借鉴。时人有评论道：“就‘新诗’论‘新诗’，

当以蒋观云的成绩最可惊异”，“诗固不佳，而已成为了时代的信号”。(5) 

不过，近代“诗界革命”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诗，创建一种旷古未有的“新诗”革命，还有待文学革命高潮的到来，

实现对我国传统诗学的更新与再造。这当中，与长于变革的越文化思潮形成强烈精神对应的新文学先驱鲁迅和周作人等，起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朱自清所说，“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丢掉旧诗词的调子”，“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6)

新诗才得以走上健康发展之途。 

从新诗理论谱系考察，奠定中国现代诗学基石的当首推鲁迅于新文学前夜发表的长篇诗学论文《摩罗诗力说》。鲁迅受越文

化的影响至深，“身为越人，未忘斯义”，(7)遂有其用启蒙言说推崇越文化的启蒙精神，也为中国新诗变革提供了最典型的启蒙

文本。这篇诗学论文，透过介绍西方摩罗诗人，赞赏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精神，热情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出世，明显含有改造民族文化、振奋国民精神的意蕴，但更重要的是为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起点。 

鲁迅写作此文，旨在通过输入异域的“新源”和“新泉”为中国民族创造“新力”，以此逻辑起点出发，他认为必须打破

传统诗学理念，主张诗歌必须以“人”为中心，通过审美实现其“撄人心”“益人生”职责；揭示传统诗学的弊端是以平和为

正宗，道家推崇“高蹈之人”，儒家倡言“温柔敦厚”，都被“诗无邪”弄得无个性、无理想、无斗志，中国的诗歌改革特别

需要借鉴“摩罗诗”精神。(8)鲁迅在此文中介绍西方的摩罗诗人数十位，包括近世闻名的拜伦、雪莱、歌德、济慈、普希金、裴

多菲等，重点阐述诗歌的现代精神特征，如重视诗人的精神主体性，看重诗人的个性、意力和心理品格，以及诗歌的功用在于

达致“撄人心”的目标等，从精神启蒙角度提出了诗歌改革的方向，至今仍不失指导中国新诗前行的独特价值。 

论及转型期越地文人的新诗理论建构，另一位新文学理论卓越建树者周作人功不可没。作为早期白话诗人代表之一，他对

诗歌改革似有更多关注，因而其新诗发展理论也更为具体和体系化。其首创“人的文学”观，被视为指引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

方向。从人学思想出发，他认为作为“人”的文学，应该充分表现诗人之为“人”的自由，“诗本是人情迸发的声音”，(9)提出

了新诗的重要准则。论述新诗本质，他提出“完全的自由”原则，“但有一个限制的条件，便是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思”，
(10)同样强调了诗写真情实意的必要性。 

针对早期新诗创作中“作诗如作文”而导致的诗味缺失，他第一次提出中西诗学融合的观念与实现路径，认为诗歌应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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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余香和回味”，采用象征手法是可取的，“象征”既是外来新潮，亦为中国传统，中国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

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11)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基于其厚重的越文化积累，“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

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
(12)
他特别推崇越地文化风尚，力主诗歌表现“土气息、泥滋味”，诗歌创作应“自

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13)就此而言，中西融通、兼及乡土艺术等，是周作人为中国新诗发展指出的有效路径，

也由此确立了其新诗运动先驱者的地位。 

中国新诗学理论的创建，是诗人们不断加深对诗自身认知的过程，其中出于越地的诗人建树最多。新诗初创期，促成从白

话诗到新诗突变的是越地诗坛巨子徐志摩，其重要贡献是致力于新诗创造的艺术提升，使之朝纯诗方向前行，徐志摩是中国新

诗初创期最有成就的新诗人。越地超一流诗人着实太多，交相辉映在中国现代诗坛 30年的新诗人几乎都出自越地：徐志摩后，

有艾青、戴望舒、穆旦等，他们不断开拓新诗发展的新路径，不断提升中国新诗的新高度，显示的正是越地厚重文化积淀造就

的新诗学理论变革之功。 

二、创作实践:越中新诗的审美现代性崛起 

中国诗歌的新变，语言、型制、体式的嬗变，是迥异于旧诗的显在表征。但新旧诗歌之别，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更新，即新

诗须抛弃陈腐的封建性内核，灌注清新的时代性色调，产生出有别于旧诗的审美现代性。越地诗人开创阶段的改革之功，从各

个时期的发展脉络看，大至诗派领衔人物，小至诗歌创作经验，无异于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缩影，于中国诗歌内容转型最具观

照意义。这里，历史承传的精神与近代新思潮的积累不可忽视，这使得越地诗人在时代转型之际，能够迅速完成意识观念上的

近、现代转换与递进，确立自觉的现代诗学观念和诗体意识。他们努力拓宽诗歌的表现主题与内涵，不断创造和更新审美追求

与抒情方式，因而总是能够持续引领中国新诗潮。大略言之，在中国新诗开创阶段，其审美现代性的崛起经历了三大步跳跃历

程。 

首先是初期白话诗的初展风姿。越地诗人的新诗创作实践，起始于早期白话诗。早期白话诗人中，越地诗人占比最大，周

作人、沈尹默、刘大白等皆为翘楚，他们的诗作都传颂一时。尤其周作人的《小河》，被首作新诗“尝试”的胡适誉为“新诗中

的第一首杰作”，(14)朱自清甚至断言：此诗一出，“新诗乃正式成立”。(15)从中可见，越中早期诗作并非只是以白话诗取代旧

诗的语言形式革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诗歌内涵显出新诗审美现代性的初次崛起。 

这里有两个特点非常鲜明：一是诗歌主旨与“五四”时代主潮的吻合，从中最能反映出鲁迅领衔的新文学作家群的最早崛

起，于此也就有越地诗人最早的新文学意识自觉。周作人的《小河》，写小河冲决拦截的堤坝得以自由流淌，表达了强烈的个性

解放愿望，是“人的自觉”思想在新诗中的集中映现。正如茅盾所说：“我们在《小河》里看到了对于压迫自由思想和解放运

动者的警告”。(16) 

二是将“土气息、泥滋味”引入诗歌文本，注入新诗全新的美学意蕴，显出与传统诗学的大异其趣，尤为引人瞩目。越地

作家素来重视乡土艺术，小说和散文多表现越文化植被下的乡土叙事，已见出特色，新诗创作亦然。刘大白的《田主来》《卖布

谣》等，以俗体诗歌表达底层乡民的苦难，可为代表。越地新诗尽情展现故土的民俗、风情，这为此后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提

供了有益经验，而诗歌重在对农民和土地的关注，引人注目地从关注“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转向“记载世间普

通男女的悲欢成败”，(17)这是新诗建设走出的重要一步。新诗现代性审美质素的生成，很大成分当归因于地域文化风尚的经久

熏染，新诗由此开创走向民间的有效路径。 

其次是“湖畔诗人”的群体性呈现。“五四”初期“湖畔诗社”在杭州西子湖畔出现，标志越地新诗的发展已跃上一个新

层次。其重要价值在于：作为浙江本土展现的第一个新诗社团，同时也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新诗社团，它以开创社团、流派

凸显于中国新诗坛，最能见出越文化所秉有的开辟草莱精神。从具体创作内涵看，湖畔诗社是一群“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

年轻人的聚合，“情诗”写作是其标志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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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浓郁的个性解放思潮氛围中脱颖而出的湖畔诗人群，已超越了“情诗”只是个人感情剖白的一般意义，而赋予

其更为开阔的内涵。他们的“情诗”虽内涵不一，表现形态各异，却具有共同的精神指向：透过个人情感的诉说，传达一代青

年共同的心理诉求，反映了“五四”时期人们要求心灵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脉动，这是任何古代“情诗”都不曾具有的。

汪静之《蕙的风》诗集中，直白地说出“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这是青春期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冯雪峰《山里的小诗》

写普通的青年男女恋情，用青鸟传情表达对爱人的情思；潘漠华的情诗，不是写爱情之乐，而是写爱情之痛，所以其情诗“最

凄苦”，有“不胜掩抑之致”；(18)应修人偏重于田园牧歌抒写，年青人酷爱自然、钟情乡野的一面得到清晰呈示。综观“湖畔

诗”，不难发现此类新诗更清新可读，其审美取向烙刻着青春诗的印记，又与时代思潮保持整体的一致，显然比初期白话诗有

更高审美价值。 

再次是“新月”诗的艺术价值提升。新诗的成熟，与借助西方诗艺不无关联。越文化的流动性特质，驱使一大批作家走出

国门经受异域新风，这是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形成的直接动因。从剑桥归国的徐志摩心怀改革中国诗歌热忱，吸纳借鉴形式精致

的英诗传统，融会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练含蓄、韵律和谐与西方格律诗追求主客体内在神韵及外在形态之间的契合，实现中西诗

艺的成功整合，对新诗艺术有着极大提升，日后他还被冠以“技巧专家”的美誉。(19)由其领衔的“新月诗派”，还包括从越地

走出的陈梦家、孙大雨等新月诗人，诗作多带有吴越文化的余风遗韵，构成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其他新月诗人很难混淆的。 

最能体现此种特色的当首推徐志摩，其诗作鲜明表现了柔情似水的江南柔性文化情调，显得清丽柔美，婉转动人，而欧风

美雨的熏陶，更激发了他对爱、自由、美的单纯的信仰，注定了其真诚抒写性灵的诗歌会在文学史上留下艳丽的一笔。别的不

论，单就其描叙越地自然风情诗篇言，足见出格外的灵动、唯美与纯净。试看《乡村里的音籁》：“小舟在垂柳荫间缓泛/一阵

阵初秋的凉风/吹生了水面的漪绒/吹来两岸乡村里的音籁。”此诗写音籁，只写其景，不闻其声，但秋风在乡间吹动的声音依

然可感可闻，使人领略到秋风初起时乡村的动态感应，是一幅江南乡村动静相间的动人画面。还有《沪杭车中》：“一卷烟/一

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

隐。”此诗抒写一闪而过的烟、山、云、水，是自然景致的全景透视，接踵而至的桥、橹、松、竹，则是江南独有的风物描绘，

两者的融合，构成了梦境似的江南美景，诗作对故土的赞美之情已卓然显现。当中国新诗需要艺术提升的时候，徐志摩的出现

无疑具有跨越时代的意义，其诗作呈现更为丰富的审美意象，超越了湖畔诗人抒写爱情的稚嫩，使越地诗人的现代性审美追求

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 

三、创作深化：多维视野中拓展新诗发展路径 

中国新诗样式的建构，是在较多吸收外来艺术之后日渐成型的，但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影响仍不能低估。从内容更新角度阐

说新诗嬗变，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艺术表现等不可能轻易转变，新诗在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现代化之间

的冲突与纠结，就一直存在，至今仍是人们不竭探讨的话题。经历了开创期长足进展的越地新诗，此后的发展路径是寻求新的

突破与深化。越地新诗发展期经验证明，这一地域的新诗仍有发展中日益增长的现代性因素，但深化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

背离，创新也并非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化路子，现代越地新诗在承续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应该是新诗寻求突破与创新的一种重要

内源性机制，值得细加评说。综合来看，在发展阶段的越地新诗显现出多维视野下对新诗发展路径的拓展与创新，特别在下述

两个融合中有突出表征。 

一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深化新诗创作内涵。 

在越文化视域下新诗样式的递变，尽管其语言、体式的演化格局清晰可见，但就整体而言，越地新诗仍在传统与现代并存

的格局中运行，诗歌内涵所呈现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依然烙下传统文化的印记，大多易于为人们理解与接受，所以新诗的流

行一直成为本地域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线。在诗歌内涵上，越地新诗作为深潜地域文化标记呈现的，是浙东乡土风情的现代书

写，这在初期白话诗阶段将“土气息、泥滋味”引入诗歌文本已见出特色。诗人们将表现视点移向日夕关注的平民生活，透过

他们所熟知的乡土生活表现越中风情，应是文学表现现实人生最传统的书写视角，由此见出文学现代性与文学传统的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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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作家的土性思维形成的显著创作特色，是在乡土领域的深层开掘，从中最能看出地域文学传统经久不衰的生命活力。正以

此故，以擅长俗体新诗著称的白话诗人刘大白，湖畔诗人中来自乡间、体现农民本色的诗人冯雪峰等，就一直驰名中国新诗坛。 

值得注意的是，在越地新诗的发展阶段中，善于运用传统本身催发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因素，并在社会文化传统自身的变革

中寻找发展契机的是 30年代被称为卓越“乡土诗人”的艾青。艾青不但是越地乡土诗的代表，甚至也是中国现代乡土诗的集大

成者。其对越地新文学作家惯常表现土地、乡村、农民的突破与超越在于：“土性”视野的拓展与延伸，“土性”思维的坚实

与厚重。就地理环境而言，以浙东为主要地理范围的越文化区域，群山环绕，多山地、黄土，呈现出明显的“土性”特征。 

作为紧紧黏贴于土地的诗人，艾青的诗歌创作几乎一生都与土地结缘。他唱着“大堰河”之歌走出越地，走向北国，走向

延安，从未停歇过对于土地的歌赞，写下了几百首土地诗，对越文化的重“土”个性作了挥洒自如的表现。与早期白话诗描叙

乡土时有点缀不同，艾青自觉地将诗歌沉于土地，于是就有土性视野的大为拓展。他几乎是为土地而生，诗作描叙对象也始终

不离土地，其诗歌的意象簇大都围绕着“土地”而展开。艾青土地诗的意象簇大抵可分三大类：“田野”类的“水田、池沼、

田塍、水车”，“山峦”类的“斜坡、悬崖、岩石、山涧”，村舍类的“茅屋、牲畜、石井、炊烟”。这些承载着越地乡村山

野典型物象的意象群，既是诗人挚爱土地、眷恋乡土的真切写照，同时也是诗歌表现乡土的艺术提升。 

地域文化的魅力不仅在于山川风物，更蕴含在一方水土的集体习俗与世袭风情，一种世代相传、亘古凝定的生活模式中。

其对“土性”思维的超越表现在：艺术思维沉实于地面，又聚焦于坚硬、厚实、沉重的意象中寻找兴奋点，着力表现越文化精

神质素的土性与刚性，从中透射出抗争的力度与激越的民族精神。这些诗作大抵表现诗人因“悲哀的国土”而产生的悲哀之情：

例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

得深沉”（《我爱这土地》）。由土地而生发的悲哀，上升到对于国家、民族的忧伤，彰显出其诗作独具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中国传统诗歌也不乏表现土地的诗篇，如传颂至今的名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

绅《悯农》），表达对农人劳作的艰辛和珍惜其劳动成果的意愿，但很少将农人的劳作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艾青将诗思根

植在人民大众的忧郁土壤中，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传统诗歌很难做到的，于此可见诗歌表现地域文化个性的独特魅力，

特定地域的山川风物、文化传统是诗人创作绵绵无尽的影响力，大地母亲的赐惠是诗人创作进取不竭的原动力。 

二是在中西艺术的融合中拓宽新诗表现疆域。 

中国新诗的全面改造，使之更合于现代生活、现代情绪、现代节奏，创造出迥异于传统诗歌的新诗样式，是在现代主义诗

潮崛起之后。此中，出自越地的中国新诗“最高的整合者”
(20)
戴望舒功不可没。其诗歌理论与实践，实现了中国与西方、传统

与现代的整合，几乎规范了中国现代派诗的创作路径和走向。其亦成为当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施蛰存在

致戴望舒信中，曾称他“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诗”，不啻为“诗坛的领袖”，“徐志摩而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

国大诗人的”。(21)现代主义诗潮的引入，的确给新诗改革带来剧烈震荡，戴望舒诗作所表现的现代情绪、现代意味，使人产生

忧郁、感伤和颓废诸种情调混合的“矛盾结合体”，交织着中西融合的独特审美感受。但基于越地诗人不弃传统的坚执信念，

引进西方艺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其诗作依然显露出鲜明的“中国风”色彩，恰如法国学者苏珊娜·贝尔

纳评价戴诗所说的：“作品中，西化成分是显见的，但压倒一切的是中国诗风。”(22)所以就总体而言，越地新诗对外来艺术的

汲取，依然保持着在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格局中运行的态势，其成功之道在于诗作内容和表现方式更切近民族化特质。 

这位出于越地的新诗人，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借鉴与吸纳外，又融入民族化、本土化色彩，特别是融越地风土人情、人文

神韵入诗，创造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诗作，为中国新诗增添了另一种审美现代性。其传世名作《雨巷》，用简洁而气

韵生动的意象勾勒出一幅江南小巷的文化风情，抒写自己寻觅一位像“丁香一样的姑娘”而不得的朦胧美，分明让人感受到那

种江南气息的温馨与多愁善感的情绪质素。戴诗对后世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是这首传颂至今的《雨巷》，其“雨巷诗人”的称谓也

一直得以流传，就是明证，从中也可概见“传统内”的文化与艺术积淀。正由于大量传统元素的介入，对其诗作的“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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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当是对越地新诗承续文学传统的最有力说明，也概述了浙籍现代作家群创作的共同艺术风貌，他们大多只秉承了西方现

代技巧，而象征系统、意象体系及至情感表现，都在融汇与冲突中铭刻着东方传统文化印记。在外来现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

碰撞中，作家能在双向借鉴中发展自己，这是他们为中国现代诗学更新提供的成功经验，必将对后世产生持续影响。 

四、形式创造:中国新诗体式的完善路径 

新诗体式建构，是完成诗歌现代转型不可或缺的环节。骆寒超先生论述中国新诗的诗体大解放，有三个特点，即：树立新

诗的白话标志与确定白话的诗性规范，打破外在的格律禁锢与提倡内在的音节自然，创造格式的自由局面与翻出体裁的新鲜花

样。(23)以此论之，诗歌转型的具体表征是建构符合诗性规范的新诗体式。但文体的革新，并非单指“表层”的“语言秩序、语

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
(24)

就此而言，新诗体式的建构，也

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了多方面要求。越文化所蕴含的文学创造精神，也使得越地诗人在新诗体式的创建中见出优势。 

中国新诗体式的创造，没有成法可依，这给新诗体式的创建增加了难度，同时也有了更多的自由开拓空间。来自于“小传

统”地域的越地作家素以开创新文体著称，宋明以来越地戏曲、话本独占鳌头，晚明小品引领潮流，都显出此地敢为人先、勇

于创新的文化质素。新文学发端，在新文学体系的创建中，许多越地作家皆为新文体创制先锋，鲁迅首创现代白话小说，周作

人开创“美文”，堪称范例。新诗形式创造亦然，他们在新诗开创阶段即取得显著成效。 

许多越文化圈诗人都被称为“文体诗人”：沈尹默的《三弦》是新诗史上第一首分段不分行的新诗，周作人突破传统诗歌

韵律限制抒写具有真情实感的“自由体诗”，刘大白创作“民歌体”新诗等，奠定了“五四”新诗的第一块基石。而鲁迅在“五

四”落潮后即开始的散文诗写作，则更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之举，《野草》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本散文诗集。此外还应提到湖

畔诗人创造的抒情体小诗。 

抒情体短诗，在“五四”初期曾有冰心等诗人的诗作，但尚未形成创作风气，湖畔诗人勇于探索，创造出一种可以名之为

“情诗”的抒情体小诗，就颇有建树。朱自清说，中国向来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但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

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25)其“情诗”侧重抒写青春期的苦闷和内心欲求，诗体形式大抵是抒情短诗，或三五行，一

般不超过十行，达致情感的自由抒发，不失为一种重要艺术创造。这些诗人领风气之先，革故鼎新，在改革旧诗体、创造新诗

体方面自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新诗体式的改革，重要的使命是实现诗性规范，呈现出新诗的多样美学形态。随着创作的深入，越地诗人创造出充分体现

新诗特质的多种体式，且多以集群式形态显现，对新诗建设产生了更显著效应。标志着新诗人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对中国新

诗体建构作出更大建树的是下述三种诗体。 

一是徐志摩开创的“新格律诗体”。初期白话新诗在彻底扬弃旧诗的重音韵、格律后，也显出诗歌形式艺术上的欠缺，即

摒弃旧诗格律而尚未建构“有意味的形式”，以致出现诗不成为诗的弊端，因而重新确立诗美规范至关重要。于此遂有徐志摩

把“情感的节制”“本质的醇正”“格律的谨严”作为基本原则，创建“新格律诗”的主张。但此种“创格”主张，并非只是

旧体格律的翻版，为此徐志摩曾清醒地指出，新诗的“创格”是“新格式与新音节韵的发现”，既然“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

的音节”，因而“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26) 

既注重诗歌“内在律”的灵动，又侧重“外在律”的适度规范，既不失新诗品性，又使之具有形式美、韵律美，应是徐志

摩诗体理论的独创性建树，也是其诗作广受读者喜爱又得以长期流传的原因所在。朱湘评价徐志摩“冒全国的大不韪而来试用

大众所鄙夷蹂躏的韵的精神”，认为此举足以引起“热烈的敬意”，(27)此说信然。在弃绝旧诗格律后，又倡导新诗格律，的确

需要勇气。茅盾评价徐诗最可取的是“形式上的美丽：章法很整饬，音调是铿锵的”，(28)证明徐志摩的“创格”主张不失为一

种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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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艾青完善的“自由体诗”。新诗体式建构，徐志摩提供的范式有其可行性，但毕竟因其提出的规范限制，非有深厚艺

术功力者实难为之，所以新格律诗没有被广泛接受。30年代在诗坛崛起的新诗人艾青承续新诗初创期的自由诗风与散文化倾向，

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加以改革，成为中国新诗“自由体诗”的典型代表，再次显示越地诗人的新诗体创造精神。 

艾青是一位新诗体式的不懈探索者，曾尝试过多种诗体：民歌体、格律体、自由体等，其中力倡自由体诗，着力追求诗歌

的散文美，是他对诗体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有鉴于新诗运动中诞生的自由体诗未臻成熟，他提出新诗语言的散文性，并进而

探讨自由体诗的诗化途径，最值得称道。他指出，注重散文的美感，而不是体裁的“散文化”，是把诗体对于“散文美”的追

求落实在诗所要求的美感特征上。由此，他对“自由体诗”的理解是，诗行长短没有定式，可押韵也可不押韵；“‘自由诗’

没有一定的格式，只要有旋律，念起来流畅，像一条小河，有时声音高，有时声音低，因感情的起伏而变化”。(29)简言之，其

自由体诗的理论主张是：用韵随意，随情赋体，不刻意追求平仄、押韵，但诗中自有一定的旋律起伏，在散文化的自由奔放与

诗艺所要求的规范之间保持恰当平衡。此种主张显然更得新诗创作者的青睐，所以自由体诗创作在中国新诗坛一直葆有开阔前

景。 

三是戴望舒创建的“现代派诗”。在中国现代新诗坛上，现代主义诗潮的发育虽未臻完善，其气势却也已颇为壮大，鼎盛

时期的现代主义诗潮几乎可与当时处强势地位的现实主义诗潮分庭抗礼。此种诗体的领军人物是引进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戴望

舒，其创作与理论基本规范了现代派诗歌创作的路径与走向。从《我的记忆》开始，其诗作全面反叛与超越了新月派“三美一

体”的诗学观念，提倡“反音乐、反绘画、反建筑”的诗美理念：“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

重绘画的长处”，“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30) 

这些诗学理念，几乎都是针对新月诗派理论提出的，也与朴素、自然、明朗的自由体诗有显著区别。不过，戴望舒创建新

的诗体形式，尽管较多吸收了西方象征主义诗艺，但其营构的意象体系，并不追求意象的太过朦胧，诗作中擅用比喻和暗示增

强表达的可理解性，所以其建构的无韵自由体并不晦涩难懂，而为多数诗歌爱好者喜读。这与戴望舒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对

古典诗词钻研颇深有一定关系。他把传统意象作为诗歌的审美信息载体，注入新的情感内涵使之演变为兼具时代和个人特征的

现代意象，从而使诗既有古典美又具现代性，其现代主义探索明显呈现出别一种格调。之后戴望舒诗歌创作的发展，还表现为

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兼收并蓄，其创建的新诗体式，无疑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担负过重要角色，值得后来者珍视。 

应该说，越地新诗人创建的多种新诗体式，是对于“诗”本质的各具特色的深切领悟与艺术表达。新诗体式的建构，并不

只是体式问题，实际上包蕴了不同文学思潮制约下的不同审美追求。上述新诗体式的营构，是由领衔不同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

提出的，这恰恰形成了中国新诗的三种主要文学思潮——浪漫主义（徐志摩）、现实主义（艾青）、现代主义（戴望舒）并存的

格局，因而就显出各有千秋、各显本真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新诗的体式，实在也是对一部中国新诗史的有效体认。

从中可见的，不但是越地新诗人引领中国新诗潮的卓越建树，更重要的是藉此可以加深对转型期中国新诗路径与走向的认知。 

注释: 

1鲁迅：《致杨霁云》，载《鲁迅全集》第 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07页。 

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 4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4155页。 

3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1903年第 1期。 

4姜德明：《鲁迅与夏穗卿》，载《书叶集》，花城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00页。 

5杨世骥：《诗界潮音集》，载《文苑谈往》第 1集，中华书局 1946年版，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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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25)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载《朱自清全集》第 4卷，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524、1525、

1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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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载《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02页。 

14胡适：《谈新诗》，载《胡适文集》第 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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